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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串社會運動下青少年社會意識形態及

其背後因素的比較研究：香港與澳門1,2 

陳嘉賢3 

 

摘要：近年來香港發生了多起大規模社會運動，在這些社會運動中青少年成為主

力軍。與之相比，這樣的社會運動在澳門青少年中卻沒有多少市場，這體現了兩

地青少年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本文希望分析和比較兩地在社會意識形

態上的差異，並探索背後的原因。 

關鍵詞：香港、澳門、青少年、社會運動、意識形態 

 

                                                      

1 本文目的在於“持平”分析和比較香港與澳門青少年的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因素，

聚焦當中的事實現象的存在。本文盡量對任何意識形態、傾向、取向或“政治正確性”不

作任何贊同或否定，亦竭力堅持不對它們作任何對、錯、高、低的定性，以資持平，亦

不致使本文失去原有的說服力。 

2 香港與澳門一般被民間習慣簡稱為“港、澳”，故本文行文時次序依此習慣，即香港先

於澳門，這並不意味着港、澳之間有高、低、輕、重之分。 

3 陳嘉賢：澳門理工學院教授。Email: victorkayinch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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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發生了不少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較為矚目的有 2014 年“佔領中

環”（或簡稱“佔中”或俗稱“雨傘”）運動(Hung, 2018)和橫跨 2019 年和 2020 年

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或簡稱“反修例”或俗稱“反送中”）運動，還

有林林總總的其他社會運動，有的在街頭，有的在議會(Chong, 2018; Wong and 

Tang, 2017)。反之，地理上接近和社會制度上類似的澳門大致不為其所動，上

述運動沒有蔓延至澳門，甚至說它們在澳門根本沒有多大“市場”(Sheng, 

2019)，充其量澳門多年來只發生過零星輕微而且短暫的社會事故(Chong, 2018; 

蔡永君, 2013)。這不禁令旁人聯想到港、澳兩地之間，或許存在社會意識形態

的一定程度差異，本文試圖分析和比較兩地的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因素，而且

聚焦於活躍參與上述社會運動的青少年年齡層(Wong and Tang, 2017)，鑑於當

前研究還處於初步階段，以及本文只屬簡短論文，上述分析和比較主要是限於初

步的文獻比對和綜述，以及綜合文獻作推論，期望可以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基

礎。然而，基於該等初步文獻比對和綜述，已經發現上述背後因素主要可以歸納

為公民教育及其歷史背景、青少年自我感覺、議會的組成、社團管治文化和貧富

懸殊五大範疇，下文就循該五大範疇逐一闡釋。 

 

公民教育及其歷史背景 

據許崇德(2018)分析，“香港人”的身份建構始於香港回歸祖國前幾十年，



翰林研究-創刊號    陳嘉賢: 在連串社會運動下青少年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 

                                          因素的比較研究：香港與澳門 

3 
 

許氏認為當年港英政府為了塑造其與親祖國人士的“彼此分明”，故建構了一個具

有獨立性、異於內地“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同時營造“香港是我家”的本土

意識以爭取香港居民的支持，香港居民相對內地“中國人”的優越感也逐步形成。

姑勿論許氏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確，沒太多香港居民會否認幾十年以來，不論是回

歸前或後，香港居民的主流自我形象標榜有異於和優越於內地“中國人”，該主流

自我形象在香港各界也深入民心，包括目前相當比例正在教育青少年的老師，以

及青少年的父母/家長。 

在這背景下，即使時至近年，香港學校的道德、公民和國民教育僅略略提

及諸如“國民身份”和《基本法》的課題，例如對祖國的文化、地理、歷史等的欣

賞和認識則更加幾乎完全欠奉(Moral,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n.d.)。事

實上，香港典型的公民教育包括學校集會和課外活動，過程中涉獵的公民概念主

要有例如法治、民主、人權、香港的社會發展(Chong, 2018)，“國民身份”和認

識祖國等並沒有被重點突顯。而且鑑於上述背景，任何相關的改革亦困難重重，

在 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曾經嘗試引入全新的國民和道德教育課程，卻

遇上大量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聯合反對而要擱置(Chong, 2018)。加上，於 2009

年，在香港中學高年級引入了通識科目作為其中一個核心科目，該科目強調多角

度思考和批判思考，間接激發了青少年的抗議、不滿和要求的文化(Cho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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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 1966 年發生“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的部分事實“行政/管治權”

已經由當時的澳葡政府“移交”給了本地親祖國的協會、工會和商會等，可以想像

效果相當於是，就包括本地教育在內的部分社會範疇實行了放任自由政策(Hao, 

2011)。該等親祖國團體所關聯的學校一直所採用的公民和國民教育一般理所當

然是突顯了認同“國民身份”和認識祖國(Chong, 2018)。時至今日，澳門的公民

教育被認為是近似基於法律規範的道德教育，培養所需的公民(Chong, 2018; 

Hung, 2018)，並強調保持現狀和服從，不強調公民行動(Chong, 2018)，當然亦

突出“愛國愛澳”、“弘揚國家與特區”、“立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黃素

君, 2008)。 

上述解釋了香港青少年認同“國民身份”和認識祖國的水平不及澳門青少年

者的前因後果。 

 

青少年自我感覺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發現香港中、小學生和一般青少年的自我感覺

明顯高於西方主要國家的相應群組(Leung, 2013)，更可能冠絶全球。事實上，

該研究是針對“自戀”（narcissism），而並非“自我感覺”，可是由於“自戀”一詞

或許略帶貶意，可能有違本文開宗明義強調的持平和不作定性的堅持，故文中主

要採用“自我感覺”一詞代之。然而，撇開詞彙的持平化，根據在美國和丹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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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Fazekas and Hatemi, 2020)，高“自戀”程度與高政治參與程度相關，這包括

高的請願、遊行、示威等參與度，難怪香港青少年如此熱衷於請願、遊行、示威

等和相關的社會或政治運動，對其一直孜孜不倦。反之，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

示，澳門青少年有類似的自我感覺水平，故可以部分解釋港、澳青少年就請願、

遊行、示威等和相關社會或政治運動的社會意識形態所存在的差別。話雖如此，

為進一步證實該解釋，筆者建議稍後在澳門也同樣進行一次有關其青少年“自戀”

程度的科學化普查，以資印證。 

 

議會的組成 

無論是在回歸祖國之前或是在回歸後的相當部份時間，香港的立法會（回

歸前稱之為立法局）議員在名額上相對較為由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主導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Members’ Biographies, n.d.)，澳門者則相對較為偏重商界人士和企業家(蔡永

君, 2013)。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議員傾向作“為民請命”的“啄頭”，甚至鼓動，

來挑戰政府行政當局，以務求最大程度地提高以後選舉中的政治知名度，箇中邏

輯確實可以理解的，反觀，商界人士和企業家要考慮到在政府各種潛在利益，例

如期望在政府中建立人脈以瞭解和預測當中的決策來協助自身的商業或企業發

展、為自身的商業或企業爭取政府合同/牌照/土地使用權等，故此他們一般相對

較為親政府行政當局（或在香、澳的用語是“親建制”）。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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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親政府行政當局取向並非澳門所獨有，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即使在

高度發達國家中也是如此，儘管這種取向有時可能以非常複雜的方式出現

(Useem, 1982)。這至少部分解釋了相對抗性的香港立法會與相對合作性的澳門

立法會，港、澳兩地截然不同的立法會情勢和氣氛容易相應地感染了兩地的青少

年，建立了分處兩地的他們甚為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前者訴諸對抗，包括跟政

府行政當局抗爭，後者願意合作。尤其是，外國研究發現，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

商業和企業僱主的社會或政治意識形態對他們眾多僱員的相應意識形態也有着

相當的影響(Hertel-Fernandez, 2016)，如果推斷澳門較為親政府行政當局而本

身為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議員某程度上引導了其眾多僱員（包括青少年僱員）傾

向類似其親政府行政當局的社會意識形態，那亦乎合外國的研究結論，反觀香

港，本身為商界人士和企業家的議員比例偏低，上述對僱員影響的效應也相對偏

低。 

 

社團管治文化 

辜麗霞(2005)歸納了社團在澳門社會的功能和作用如下： 

人口只有 476,000 人，土地面積只有 27.3 平方公里的澳門，社團數

目竟達 2,700 個，平均每 180 個人便組成一個社團，這種現狀確實為

外人所不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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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工商界別、教育界別、勞工界別的社團都為政府發揮協調的橋

樑作用，使社會得以和諧穩定。 

在經濟性公共事務方面，澳門社團為政府提供了諮詢功能，如澳門中

華總商會、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廠商聯會、澳門出入口商會等。

其他團體如澳門中華教育會，向政府提供教育方面的意見，澳門工會

聯合總會協調勞資關係，保障工人的權益。 

總括來說，幾乎獨一無二只存在澳門的社團管治文化，為本地社會分歧和衝

突，以及其和解及共識提供了緩衝，促使任何社會分歧和衝突在升級為社會對抗

之前，大多數都可以通過這些社團的調解與和解來解決。相反，香港沒有這個社

團管治文化作為防火牆，加劇了港、澳兩地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居民，在社會意識

形態上分別相對較為傾向於對抗與和解。 

 

 

 

貧富懸殊 

儘管所有社會指標的有效性皆具爭議性，理應謹慎看待，但“家庭收入分

配：基尼指數”衡量的是國家或經濟體中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表明

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差距多麼不平等，指數越高，分佈越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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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4，在普查的 157

個國家或經濟體中，香港排在第 9 位，澳門排在第 97 位，即低於香港 82 位(The 

World Factbook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d.)。事實上，在名單上高於

香港的國家或經濟體皆不是發達國家或經濟體。換句話說，香港在所有發達國家

或經濟體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名單中名列前茅。而且，類似其他地方的情況，近年

來的房地產泡沫擴大了貧富差距，皆因已經富裕的居民通常擁有物業，他們在近

年受惠於物業增值，從而進一步在財富上拋離本身已經不多富裕而因而沒持有物

業的族群(Wang et al., 2020)。正如 Hill and Montag (2015)所言，“由於財產不

平等而引起的嫉妒導致了仇恨和破壞的循環……”，Nolan and Valenzuela (2019)

也得出類似結論，指不平等驅使“憤怒的反抗”和民粹主義的崛起，Dragolov et al. 

(2016)更加具體化謂不平等與對政府、跨國家機構和民主的低下信任度有關，

Gould and Hijzen (2016)也發現不平等與對政府信任度的類似聯繫，由此推論，

在一定比例的香港居民當中，包括青少年間，存在嫉妒、仇恨、憤怒和民粹主義，

而且他們或許對政府缺乏應有的信任，甚至懷有破壞和反抗的情緒。相反，毫不

奇怪，在家庭收入上被列為中等平均的澳門，其居民，包括其青少年，較少懷有

上述心態、情緒和不信任，相互間更加和諧。這是港、澳青少年在社會意識形態

                                                      

4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為互聯網上公開資料，可以

任由任何公眾查閱，而並非任何機密“情報”。 



翰林研究-創刊號    陳嘉賢: 在連串社會運動下青少年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背後 

                                          因素的比較研究：香港與澳門 

9 
 

上另一方面的差別，而且其背後因素基本跟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的研究有一定

程度的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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